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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文旅深度融合研究】栏目主持人:戴 斌

主持人语:文化和旅游融合是国家战略，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要融合、谁来融、去融谁、如何融，以
及融合的现状、问题、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是学术界必须回答而且要回答好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
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国家社科办多次就文化和旅游融合设置重大、重点、一般、青年和后期资
助课题，各大学报和学术期刊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对上述问题做了
回答。这次《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围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选题，集中刊发系列论文，体
现了学报面向实践、理论建构的价值取向。
其中，戴斌、殷英梅合作的《“行动者-结构”行政体制变迁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

化理论构建了“行动者-结构”的分析框架，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大众消费者等多行动主体视角，重点阐
释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旅游领域行政体制结构与多元主体的互动、互构及其演化进程。强调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文化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广范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制度保障。李彬、毕媛媛、张阳合作的《文旅深度融合下市场主体融通创新战略及其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市场主体融通创新的视角，研究了旅游演艺市场的三个案例和价值共创、数智化赋能两大路径，对文
化的旅游化战略和旅游的文化化战略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宋昌耀、霍蕙苓、康泽华合作的《文旅融合
赋能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机理与发展路径》，在解析文化软实力的结构维度的基础上，深度剖析文旅融合赋
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文旅融合赋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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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体制先后经历了政治导向、经济导向和民生
导向的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结构化理
论构建了“行动者-结构”的分析框架，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大众消费者等行动主体视角，重点
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旅游领域行政体制结构与多元主体的互动、互构及其演化进程。行
政主体从具体领导、宏观管理到发展促进，供给主体从单一到多元、从自发成长到规范创新，消
费主体从少数到大众，将文化和旅游建成了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

现代服务业，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党领导下的多轮政府机构和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为文化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广范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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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体制也叫政府体制，是国家行政机关设

置、职责划分与运行制度等的总称。它是社会经
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一种中观层面上

的社会组织模式，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

式和社会构型。行政体制在社会和产业发展中扮
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直都是学术研究的重点

对象。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成
立，成为我国文化与旅游领域重大的行政体制变

革。这是对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求的呼
应［1］，也是践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具体行动［2］。为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的同时，

也引发了学界对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研究的热

情。学者主要关注了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演变的
原因与背景、过程与逻辑、问题与效应等方面［3-4］。
结论显示，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变革本质上是一

个由政府驱动、多元主体协同、文化和旅游共振三
重机制推动的动态演进过程［5］。文化和旅游行政
体制走过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的发展变

化，治理主体从政府主导走向政府、市场、企业和
个人等多方的共商共建［6］。学者对重大事件和关
键节点给予更多关注，遵循行政体制如何服务于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话语逻辑，重点探讨了行政

体制演化因何与如何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且多采

用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或历史研究的视角［7-8］。从
成果时间分布看，多为 2018 年之前对文化和旅游
行政系统的分开讨论，缺少对二者合并历史逻辑

的分析。
多学科、多视角的理论思考有助于更深入理

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
角下，行政体制的变革隶属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

迁的范畴，从社会学视角讨论文化与旅游行政体

制变迁，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其发生本质。因
此，本文拟在实践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指导下，对我国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演变的历史

进程与逻辑进程展开系统研究。结构化理论致
力于探索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和原因，在此视角

下，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革可视为由相关行动

主体具体实践推动的持续结构化过程。文章将
首先构建行政体制结构化研究的理论逻辑，进而

梳理建国以来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的演变过程，

分析主要行动主体的角色演变及其与体制结构

的互动与互构，进一步分析文化和旅游部成立这

一显性的结构变革点对主体实践的影响，为新时

期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提供制度变迁的学理

支撑。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及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 一)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是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反对传

统社会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行动主体一分为二的做

法，提出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互为建构的结构

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结构作为一种规则，不是
人们行动的制约性因素，而是人们开展日常实践

所依托的资源，人也不是被动的对象，而是能够利

用结构进行社会再生产、具有主体价值和反思性
的行动者。结构不仅是行动的中介，它还是行动
的结果，会内化为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从而参与到

行动者的日常实践中去［9］。而行动者的日常实践
又持续不断地形成着结构。结构是被形成的，也
是可形成的，行动者总是有意无意地推动着结构

化的发生。结构化理论并非是对“社会是什么样
的”简单描述，而是致力于解释一个社会何以从
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根本上是研究社会

转型的动力基础。它将原有对结构本身的研究
转向了根植于“行动-结构”的结构生成研究，强
调实践是持续不断进行的过程，而不是某些片段

和节点。
( 二) 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迁的“行动者-

结构”互动框架
文化与旅游行政系统是中观层面上的一种社

会结构模式。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这一结
构变迁，必然是相关主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和互

构所推动的。在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特定阶段的
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既是相关主体日常实践所

依托的规则和资源，也是其导致的结果。是行动
者和结构之间的持续互动，最终实践出了我国文

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革的历史路径。不同历史时
期文化和旅游的行政体制尽管在一定时间维持形

态相对固定，但只要行动者的日常实践继续，表面

固定的行政体制下就一直积累着变革的力量，并

形塑着变革的方向。实际上，行动者的行动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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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结构化的过程也一直在发生。那些能被
历史所记录和研究所观察到的显性结构调整，仅

是持续性体制变迁中，因意义重大而被标记出来

的，便于回溯和分析的特定节点。
在众多参与到我国文化和旅游行政结构调整

的主体中，作为权力载体的政府、产品供给端的企
事业单位、文化参与和旅游消费的国民大众扮演
了关键角色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政府是行
政治理的主体，也是行政系统结构化变革的掌舵

者和显性决策者。企事业单位处在经营一线，是
推动行政体制变革的最活跃和最前沿的力量，作

为消费主体的国民大众则是推动文化和旅游行政

系统变革的底层逻辑和根本动力。三大主体基于
不同目的展开日常实践，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政

权稳定，企事业单位致力于生存和盈利，消费者则

努力实现效用最大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三大主体
参与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结构化的工具也有差

异，政府以提高行政效率和项目绩效为目标，以政

策文件和行政管制为显性工具，以行政权威为隐

性工具，引导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变迁从现实走

向理想。企业以日常经营实践为工具，通过在实
践中探索产品和经营的新理念和新方向，聚合消

费者关注，引起行政端注意，进而影响行政体制结

构化进程。大众消费者则以身心发展的利益诉求
为根本出发点，以消费选择为力量，引导供给走势

和政府决策，推动行政体制变迁朝向有利于自身

利益的方向发展。
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大众消费者，在特定行动

目的之下，依托不同工具和手段，以当时行政体制

结构为制约的同时，也以其为行动资源，展开日常

实践活动。在一定的利益交叉、诉求重叠以及行
为矛盾下，三大主体之间持续展开日常实践并不

断相互博弈，这既建构着又解构着传统的行政体

制，也孕育未来的发展方向。结构与主体行为的
螺旋式互动和多样化互构，推动了文化和旅游行

政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不断走向深入。图 1 展示了
我国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结构化发展的理论

逻辑。

图 1 我国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结构化过程的理论逻辑

三、我国文化和旅游
行政体制的演进过程
建国以来我国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的变革，

可以说走过了政治导向、经济导向和民生导向三
个不同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外交形势复

杂。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导向
性。文化被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政府是文
化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

将各类文化团体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1957 年，
成立了中国国际旅行社，代行旅游管理的行政职

能。1964年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旅行游览事
业管理局。无论文化，还是旅游，均属事业性质，
没有市场主体，也不具备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社会、政治
和外交形势等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主体地
位逐步确立，行政体制沿着任务决定职能的原则

调整和改进。文化和旅游的行政体制经历了“放、
治、建、转”的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确立
了“政府推动下的市场优先发展模式”，文化逐步
确立了事业和产业双轨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旅游部门开始从单一服

务于政治目标向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职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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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行政体制的设置目标逐步从政治导向向经济

导向演进。1978年到 1991年，行政体制调整的目
标是“放”。文化领域探索“以文补文，多业助文”
等多种经营模式，相关经营活动开始被放开。行
政部门职能从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向政事分开、管
办分离转变，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方式由国家大包

大揽的单向投入向以激励为基准的绩效投入转

变，所有制形式开始由国家办文化的单一格局向

以公办文化为主体，民营和社会办文化协调发展

的方向转变。旅游管理体制则稳步从政治接待型
转向经济事业型。1981 年，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
理总局由外交部代管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1982
年“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国家旅
游局”，并与国旅总社分开办公。1985 年，国务院
明确要求国家旅游局要面向全行业，统管全国旅

游事业。1986年，旅游业首次列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开始转变为经营型产业组织。这一
阶段旅游领域新旧体制并存，旅游行政管理的主

要对象是旅游系统直属企业和事业单位，主要目

标是提供有效供给、搞好经营管理，市场主体和消
费力量开始发育并初步发展。
从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 2001年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文化、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
和重心转向“治”。这一时期，市场主体的活跃度
持续增强，国民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逐渐发育并成

为显性需求。文化体制从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依法
管理为主，成立“文化产业司”，发布“三定”方案，
将文化行政系统的部分职责转交给企业、社会中
介组织和地方。旅游管理体制积极加强行业管理
和市场整治，主要目标是扩大供给规模、规范服务
行为，实施法规和标准规范指导。1993 年发布的
《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的意见》，标志着国内旅
游业正式纳入旅游行业管理的范围。1998 年，国
家旅游局直属的企业纷纷脱钩，国家旅游局的工

作重心全面转移到行业管理上来。
2002年到 2011 年，文化、旅游行政机制的改

革重心转向“建”，文化体制改革从理论探索向实
践操作层面转变。2003 年，中央明确将文化单位
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企业两类，启

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08 年开始，全
国经营性文化单位全面展开转企改制工作。2010
年中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2012年，国务院进一步明确要构建以“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现代文化产业
格局，为全民参与文化产业建设提供重要指导。
旅游行政管理机制主要侧重需求侧，以旅游产业

和消费市场为主要行政对象，聚焦整合资源、优化
环境和协调促进。2006 年提出“全面发展国内旅
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的方
针。2009 年提出将旅游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战
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

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

入了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改革重点开始走

向了转化动能和融合发展。文化体制改革进入系
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全面深化阶段，十八大报
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2015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国有文
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2016 年，中共中央宣
传部出台《关于深化国有文化企业分类改革的意
见》;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旅游领域
市场化发展日益成熟，需求呈现大众化、日常化和
高频发生的特征，对旅游品质和市场秩序提出更

高要求，这促使旅游业的行政管理逐步从需求侧

转向供给侧。2013 年，《旅游法》颁布实施，明确
了“大市场、总协调、宽基础、小管理”的治理体制。
在旅游面对提质升级和文化产业化改革纵深发展

的时代背景下，2018 年，国家做出重大战略决策，
撤销原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组建文化和旅游部，
旅游和文化融合发展开始进入了行政推动的制度

演化新阶段。
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标志着我国文化

与旅游行政体制发生从经济建设到民生导向的变

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丰富优秀文艺作品和优质文化产品供
给成为文化和旅游系统的重点工作和主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
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

美、陶冶心灵之美”［10］。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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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旅游部门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在更广范围、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激发新
动能、形成新优势。

四、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演变的
“行动者—结构”发生逻辑
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从政治导向到经济导向

再到民生导向的持续变化，并非是作为直观权力

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率性而为的“一锤定音”，而是
多元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基于不同地位、价值诉
求以及实践能力与实践方式，持续行动与博弈而

推动走出的必然路径。可以说，文化和旅游行政
机制的变革历程，正是活跃的、动态的行动主体日
常实践与固化的静态的行政体制两者“适应—稳
定—不适应—变革—适应—稳定—不适应—变
革”的循环历程。
( 一) 行动者与结构的双向互动分析

建国初期形成的以政治导向为主的文化与旅

游行政体制，是因为市场主体与消费主体均没有

充分发育，政府是唯一的行动主体。文化与旅游
领域的行政部门设置、功能布局以及政策制定，完
全取决于政府一极的职能诉求。当改革开放的号
角响起，发展经济、获取外汇成为旅游领域当时最
主要的行动目标。由于并不具备需求推动下文化
与旅游市场主体成长的自然条件，国家确定了“政
府主导、适度超前”的旅游发展战略，同时鼓励和
支持旅游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进入新世纪后，
文化领域也开始了事业和产业的分途发展，文化

类企业逐渐成长、壮大。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居民
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培育和壮大了文化和旅游

方面的消费需求。至此，左右文化与旅游行政体
制的三大主体已经发育成熟并各自就位。政府主
体的管理实践、市场主体的经营实践以及社会大
众的消费实践，形成了可辨识的成长路径，也建构

了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变革的历史形态。
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的文化与旅游的行政体

制一经确立，又会成为主体行动的外部结构性要

素。与外在环境相适应的行政体制结构，更多表
现为主体日常实践行动的资源。各行动主体以行
政体制中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为资源，积极进行相

应实践。在结构变革完成的初期，因为调整了众
多发展限制因素，行动主体获取了更广阔的活动

空间，主体的实践行动又进一步强化了行政体制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行政体制与外在环境脱
轨，就更多表现为对主体行动的限制和约束。当
约束发展到一定程度，各行动主体就将在结构性

约束的范围外，寻找行动的新空间，探索可能的方

向，这些尝试会逐渐积累结构变革的潜在势能，进

而形成解构当前行政管理体制的现实动力。
( 二) 各大主体的地位与行动逻辑变化

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大众消费者三大主体，在
左右政府行政体制变革中的地位和逻辑有所不

同。位于变革的最前沿的政府是体制变革的直接
决策者，其所做的显性决策，整合了中间变量的市

场主体和变革动力的消费主体的多元意志，以保

证自身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行动逻辑的合

意性。
在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结构化中，政府职能

经历了从具体领导到宏观管理再到发展促进的三

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文化和旅游
行政机关肩负了领导和建设的双重职能。在旅游
和文化的一部分转向产业发展后，其职能重心逐

步转变为宏观管理，如建立和管理新的市场交易

体系、制定法规政策、发布条文规定、规范和约束
市场主体。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市场发展更加
充分，供需进一步协调发展后，党和国家提出“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2］，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大众特色
化、多层次的旅游需求”［10］。由此，文化与旅游政
府机关的工作重心转为向社会提供文化公共服务

和旅游发展环境。在此变革过程中，政府从台前
走向了幕后，为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让渡了更广

阔的行为空间。
市场主体是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结构化发展

中最活跃的因素，不仅通过自身的经营实践累积

影响行政体制变革的力量，同时还是连接消费端

和政府端的中间管道，通过经营方向调整和产品

迭代，将消费端的变化传递到政府端。它以经济
资本和创新经营为实践工具，历经了从单一到多

元、从自发成长到规范创新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在文旅融合发展后，文化借助旅游的力量，百花齐

放，旅游借助文化的力量，产品更具多样性和个性

化。文化和科技加持的研发创新不仅逐步壮大了
市场主体的力量，也让其在推动文化和旅游行政

体制结构化变革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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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端来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

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人民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

旅游消费权益保护意识持续提升。人们开始迫切
需要有文化深度的旅游产品和有大众获得感的文

化消费，千千万万消费者对文化和旅游产品的需

求通过市场机制传导到行政管理机制。今天，保
障人民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保障国民旅游权利的现代旅游发展体系，已经

成为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的价值取向和逻

辑基础。文化与旅游部的成立及其职能融合，为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在更广范围、更深程
度和更高层次的融合发展提供现实的制度保障。
政府的管理实践、市场主体的经营实践以及

大众消费者的消费实践，不仅以各自的行动推进

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的变革，三者之间还相互制

约和协调。政府从独揽全局到“放管服”，为企业
让渡了发展空间，企事业单位的市场实践创造了

众多新业态、新模式，丰富了政府管理的对象并促
进了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市场主体
的担当和作为，也需要政府及其他主体所创设出

的环境和条件［11］。消费量的增长和需求的升级，
在引导供给的同时也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创新。由
于行政、市场和消费三大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演化
逻辑不同，在现实中也存在矛盾和摩擦。比如，为
了便于管理，政府的政策制定经常出现一刀切，倾

向于追求管理上的一体化，企事业单位则希望政

策兼顾区域异质性和企业差异性。企业的盈利本
性可能使其行为越界，超越政策红线，经营具有盲

从性。大众消费需求的满足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导
向和市场发展的程度，供需矛盾一直天然地存在。
三者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协调稳定，也是推

动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变革的重要动力。图 2 展
示了我国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演变的“行动者-结
构”推进过程。

图 2 我国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演变的“行动者-结构”的推进过程

五、文化与旅游部成立及其对
文旅融合的影响

新的行政主体充分肯定并进一步解放了人民

群众对文化参与和旅游消费的现实诉求，消费的

内生力量更加强大，也被置于新型结构化的中心

位置。文化与旅游部的成立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和国家顺应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转型

升级新趋势，从供需两端发力，不断激发文化和旅

游消费潜力的整体思维［12］。文化机构、旅游企业
与政府的工作重点，都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

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13］。需求走向哪里，供给的创新就出现在哪里。
一度灯下黑的本地游成为疫情期间文化机构和旅

游企业不可或缺的市场支撑，游客社交需求的增

加让小红书、抖音等成为文旅企业热衷的交易平
台，需求的分散化和自媒体的流行，甚至重构了旅

行服务业的生态。政府进一步强调消费在国家经
济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从节假日安排、文化与旅游
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着力保障居民的文旅消费

权力。
新的行政主体进一步鼓励创新和融合，资源

导向逐步让位于市场导向和产品导向，企业成为

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革的主要推手。在国家的
政策号召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效应促进下，文旅企

业进一步释放其动能和活力。企业样态突破常
规，更加多元化，美团、滴滴、新东方等新型市场主
体跨界进入文化领域和旅游行业。更多小而美的
旅游公司，如稻草人、bikego，锁定细分人群，开辟
新赛道。企业的产品更有文化属性和时尚特性，



第 2期 戴 斌 等 “行动者-结构”行政体制变迁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研究 7

“不怕买贵的，就怕买贵了”的 Z世代人群，让更多
的文化资源被挖掘出来。更多小众目的地重构了
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文化的广博性有效拓宽了

旅游资源的边界，跨界融合赋予文旅产品取之不

竭、用之不尽的动能。旅游资源不再局限于传统
意义上的景区，扩展到了景区、度假区、街区和商
圏，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村成为主客共享的美好

空间。
新的行政主体让政府一端的服务意识和服务

能力逐步强化，从机构融合走向职能融合和角色

融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要持续提升文化与旅
游的治理能力，坚持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推动

体制改革走向深入，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14］。消
费端和产业端的快速变化和深入发展，是推动文

化和旅游行政体制融合从框架走向枝节，并在发

展节奏和结果上呈现出区域性差别的主要动力。
在更加凸显公共服务和行政效能的新型体制下，

政府更多地将政策目标放在激发需求、引导供给
以及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并为市场主体和消费主

体提供更加高效的文化与旅游的公共产品。现实
中，政策制定开始从侧重环境型政策和供给型政

策向强调需求型政策转变。
从吉登斯的理论来说，外在结构既是主体行

动的结果，也是主体行动的资源。文化与旅游部
的成立，让政府职能和管理实践进一步向治理型

和服务型转变。企业开始以创意和创新、品质和
高度，而不是依靠关系、资源以及政府帮扶来实现
发展，逐步向自由竞争的本性回归。消费更加理
性，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行
政体制为各大主体释放了更多的合理行为空间，

三大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
同时也要看到，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只是行政体

制结构化发展历史长河中又一次显性变动的开

端，许多行政整合的细节尚未彻底完成。政府端
率先推动的文旅部成立仅仅是行政机构“形”的融
合，而变革的真正落地，还需要在产业端和消费端

等“神”的层面展开。“形”的融合在政府行政命
令下可以迅速实现，但“神”的融合则更依赖于企
业端的创新创意和消费端的持续驱动，需要来自

主体日常实践的反哺。由于各地文旅发展程度不
同，三大主体的发育程度及其内部关系也存在差

异，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的区域差异性将一直存

在。各地应在文旅融合宏观战略的背景下，立足

本地行政现状、市场发育和消费等级，既不能拔高
跟进，也不能消极应对。因为从结构化理论来看，
只有三大主体协同推进的体制变革，才是真正健

康的行政管理体制。超越本地实际和现状的体制
变化，终将会在后续的主体实践及其矛盾冲突中

重返实践的原有起点。

六、结语
文章利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行动者－

结构”框架下分析了我国文化与旅游的行政体制
变革过程与演变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和
旅游行政管理体制先后经历了政治导向、经济导
向和民生导向的改革。这一变革是政府、企事业
单位和大众消费者为代表的行动主体的日常实践

从不同维度持续推进的结果。在此进程中，政府
经历了具体领导、宏观管理、发展促进的角色转
变，企事业单位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自发成长
到规范创新的发展阶段，文化参与和旅游消费进

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作为文化与旅游行政体制变革的显
性节点事件之一的文化与旅游部成立，更新了政

府、市场和消费三大主体的行动场景，提供了更多
行动资源，而三大主体在新的行政体制下的创新

实践和行动，进一步推动着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

融合的深度实现。
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以及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为各行动主体的日常实践开拓了更宽阔的空

间和更多的行为可能。在结构化理论视角下对文
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革的实践解释和理论建构，

可以从动态、全局的视角，区域异质性的角度并面
向未来，讨论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革发生的底

层逻辑。本文重点分析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大
众消费者三大主体在推动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变

革中的作用，实际上，文化和旅游行政体制的变革

还会受到行业协会、社团、教育、科技、媒体等其他
主体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而且随着对多元治理理念

的认识深入，相关主体在未来文化和旅游行政体

制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会持续变化，这都需要

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关注、动态跟踪和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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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ue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Change of
“Actor-Structure”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AI Bin，YIN Yingmei
( 1．China Tourism Academy，Beijing100005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in 1949，i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undergone political，economic and livelihood oriented reforms，which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ourism． Based on the
Structuration Theory，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actor-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and mass consumers，it focuses on ex-
plaining the interaction，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structure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multiple main actors，as well as their evolution proces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government actor has changed its role from specific leadership and macro-management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the market actor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multiple，from spontaneous growth to standardized
innovation，and the consumer actor has changed from minority to majority，making culture and tourism a stra-
tegic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at the people are more satisfied
with，laying a solid market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multiple
rounds of reform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provided stro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a deeper and wider ext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 structu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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